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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士绅与赌风治理

——以晚清温州为例

王兴文 徐蒙蒙
*1

【内容提要】:温州自古民风淳朴、百姓好学乐思，自宋以来素有“东南小邹鲁”的美称。然晚清以降，西方因

素的巨大冲击使得温州淳朴向善的邹鲁之风渐趋萎靡，不良之风逐渐蔓延，其中赌风尤盛。本文通过对晚清温州赌

博的表现与危害、温州官民禁赌状况进行系统爬梳，阐释晚清官府与地方宗族对乡村治理和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作

用， 建构基层地方官员和宗族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中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展现乡村治理中二元互助的历史记忆图

景。

【关键词】:晚清 温州 赌风 乡村治理

在社会史的研究中， 赌博是最受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赌博作为起源于古代的一种娱乐游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以获取钱

财为目的的投机行为，成为一种社会恶习。身陷赌博之人，轻则输光钱财、倾家荡产、败坏社会风气，重则铤而走险、以致引

发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赌博在各时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然就温州而言，晚清以降复杂因素使得其社会风

气发生颓变， 赌风兴盛，这严重扰乱了地方社会秩序，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因此，本文拟通过分析晚清温州民间禁赌措施及

其实施效果， 重建当时温州官绅治理乡村的图景，以期揭示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运行态势。

一、古代温州之淳朴民风

温州自古钟灵毓秀，甲于东南。据弘治《温州府志》记载：“温，古东瓯也。自晋时已立为郡。”
[1]
即为永嘉郡。“隋初废

郡改县属处州，唐改为东嘉州，后废为县属括州。上元初改为温州，以其地恒燠少寒故名。”
[2]
温州之名自此始用。

温州自古已有勤谨向上、崇尚文教的淳朴民风。正如史书所言，自“汉魏以还，天下有变，常首难于西北”，“自晋元帝

南渡，东南文物渐盛。而鹿城既建，俗尚一新。”
[3]
正是永嘉南渡，北人大量南迁，自此温州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风气为之开新，

衣冠锦绣，斯文儒术，繁华富庶，“吟咏不辍，盖亦因颜、谢、徐、庾之风焉”
[4]
，可以说自晋以来，永嘉“其山川灵气，积古

未泄，直蜿蜒于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
[5]
，数千年间温州依然风尚犹存。正是魏晋时期的这种文风为以后温州的

乐善好学奠定了基础。其有文曰“吾瓯界于海上，聚惟土育，风淳俗良，盖自晋始。”
[6]

有宋一朝，温州更是民殷物富，“崇尚文教。”“号小邹鲁，风流馀响，迨今犹存”。
[7]
其中时任温州知府的杨蟠在其诗《咏

永嘉》中就把温州比作杭州，其曰“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8]
更能显示温州文教昌盛的是，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思想流派“永嘉学派”形成于时，形成于斯。毫无疑问，自晋及宋，温州学术昌盛，赢得了淳朴善良、好学敢思的“邹鲁之乡”

的美称。以致后人有言“宋时儒学如王刘诸公彬彬继起有小邹鲁之称”
[9]
即是如此了。

明清以降， 整个温州社会更是延续宋元以来的民风，保持着“少争讼，尚歌舞”，“故家大族率重清议，尚礼文建祠崇祀

1 作者:王兴文，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蒙蒙，温州大学中国史研究生。（温州 32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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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联族属”的美俗。呈现出“田肥美，民殷富，其士美秀，而文其俗修洁，其好文近乎儒，其芬华靡丽近乎苏杭，其诵读弦歌

近乎邹鲁”
[10]
一片勤于耕作、乐善好学的繁华景象。俗语有言“风俗随地而异，亦视上为转移”，温州上有限山阻海的独特环

境， 下有崇尚文教的乡贤仕宦的引导，数千年来“天性之善”“相习成风，积久不能易也。”
[11]
清人郭钟岳在其《瓯江小记》

中说“温民勤于稼穑， 比他出游惰较少”“地居偏僻， 俗风近古，缘民心机变不熟，故未与时变迁。”
[12]

以致出现“勤于力

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紝工，不宜粟麦而粳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
[13]
的景象。

明朝至晚清之前的温州风气更是依然维持着“尚简朴”“风气淳朴”，士农工商各安本分，“风近古矣”的习俗。由此可

知，温州风气古今皆大体相同。

二、晚清温州赌风的形成

（一）开埠前后温州社会风气的转变

1840 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正经历了如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形势下， 温州的社会生存环境

也在发生极具复杂的变化，民风由“不事争斗”逐渐变为“争竞成风”，温州不再只是传统的温州了。

1876 中英在山东烟台签订了屈辱的《烟台条约》，内容之一是增开包括温州在内的四处为通商口岸。从此，温州的大门被

打开了。温州就像一个带有水闸的池塘，原本自我净化。开埠就像是把这个闸门突然打开了，滚滚洪流汹涌而来，不管是清水

还是浊水都一起涌进来了。瑞安著名士绅项崧说“光绪丁丑（1877），西人以马嘉理一案索开码头、通商舶，天子允其请，于

是西人之至者遂多”。西人的到来，使得温州社会秩序开始复杂起来。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如同基督教一样大摇大摆地进入

温州，甚至比传教更野蛮，外国的经济势力逐渐、稳步地向温州内地深入，严重冲击了温州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这使得

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社会难以维持，百姓生活艰难，纷纷破产。如此一来， 浙南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

它一步步推动着浙南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活跃，浙南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改变。

其实在温州没有开埠、西方商品没能大规模的涌入之前，传教士即商品的伙伴———基督教，并没有停下它进攻的脚步。

近代以西方耶稣信仰为信仰宗旨传播方式和思想体系与儒家宗法观念本身的巨大差别在很长一段时期缺乏巧妙融合，以及二者

背后所承载的实体代表冲突不断， 上至官府、下至普通民众与基督教存在很大的矛盾，以致教案频出， 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

它巨大的负面效应。毫无疑问，信仰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内在反应，这种信仰的变化或者说信仰的多样化恰恰从侧面反映了温州

民风的转变。除了信仰以外，他们也带来了西方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 由此可见近世以来的基督教已经先于商品开始

对温州百姓产生巨大的影响， 温州的信仰系统乃至风气发生了巨大改变。

简而言之， 西方经济的浸入和西方思想的传入造成了温州人民精神的恐慌和生存的艰难，以致温州俗稍浮薄，风气渐漓。

同时而言，西人的到来削弱了官府的原本完整的权力， 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逐渐弱化了。

（二）温州赌风的兴起及其表现

晚清以降， 温州复杂的社会环境为由来已久的一种社会陋习———赌博提供了温床， 逐渐在温州兴盛并且随之呈现出不

断恶化甚至猖獗之势，加之一些地痞无赖之徒乘虚而入，设赌诱骗，以致不管是温州的城市，还是乡村都盛行着赌博之风。这

在官府文书和民间碑刻中均有所反映。时任平阳县令的汤肇熙感慨“本邑声明文物，昔有海滨小邹鲁之称，近今民情渐即浇薄，

好尚日趋诡异”“而桀黠之徒、奸邪之辈，多方煽诱，一误听从，遂至陷为匪类，又有相沿积习。事出情理之外，执迷不明，

辄借口以乡风向来如此”
[14]

。甚至就连平阳的乡村耆老都称“该处百余年来向无赌风，近因有素不安分之人，引诱良善多被其

害”
[15]

参与赌博而输光家产的赌徒，为了生计，不惜铤而走险，“日间开庄放赌，夜间同伴偷窃”，更有甚者沦为盗贼，犯上

作乱，以致最后被捕入狱，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可见温州的赌风一时势头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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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赌风必然要从源头进行， 如此一来就必须清楚晚清温州存在何种赌博形式。经过梳理得知，晚清温州的赌博花样是极

其丰富的，尤其是受西方影响，出现了新的赌博形式，比如花会、彩票、白鸽等等。这几种形式既保留有中国的文化元素，同

时也有西方的色彩，对人们更具有诱惑力，其中以花会的诱惑力最强，危害也最大，故而本文以介绍花会为主，兼及其他。

花会，又称为“打花会”。不熟悉者，初次听到花会， 以为是举办的花卉展览或者花祭等节庆活动，其实不然。花会最初

借助于花祭活动时男女盛饰空前、前呼后拥、彼此往来的混乱场景，场所因大多借助于祠庙进行隐匿活动， 加之它是根据古人

像下配以牌九牌的挖花图案而来， 故而这种赌博形式得名“花会”。关于花会赌的说法和起源传播路径史料记载不一。清《皇

朝文献通考》中记载“禁止闽省花会名色。”
[16]

“国初，苏州富商大贾、妇女宴会，辄广携白镪，招邀赴会，谓之花赌。沿至

于今，犹未改也。”
[17]
可见清朝前期已有此说法。又说“花会为赌博的一种，不知何自始。广东、福建、上海俱有之，博时多

在荒僻人迹之处。而以广东为最盛。”
[18]
道光四年韩文绮上书皇帝说“花会赌博皆有首恶者为之倡，而愚民无知，遂致被其引

诱，倘能将为首者严办示惩， 而被胁被诱之人定可纷纷解散，化莠为良。一面遴委干员改装易服，驰往各处宻查，并饬道府明

查暗访，如有前项会匪劫掠，及盐枭勾结花会聚赌各情，地方官惮于缉捕，讳匿消弭，及化大为小即据实揭报。”
[19]
他说花会

赌博必有首恶之人引诱良民， 如能严办必能使他们改邪归正。同时匪徒勾结结花会聚赌，饬令府、道官员进行缉捕。如此可见

道光年间花会在某些地方已经引起了混乱。总之，花会这种赌法起源于何地众说纷纭，有一点大约可知，其最先兴起地在东南

沿海一带。清初已经有花会说法， 晚清以降逐渐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传播兴盛开来，并在赌徒中间产生一定影响，扰

乱社会秩序。以上海为例，“上海，自从成了通商大埠后，一直是个令人迷乱的地方，尤以清末民初，世风绕薄，品类混独，

固为冒险家的乐园，同吋也是个清白纯洁者之陷阱，它随处摆着色情的饵， 也到处张着五光十色的赌博的网。”
[20]
上海作为较

早开放的城市，商业经济较为繁荣。然而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与较为独特的社会环境，也给上海带来了种种丑恶现象，赌博就

是一例，其中花会赌博在清末民初更是达到鼎盛。

花会的赌法也是各地不一，但多是大同小异。晚清温州的赌法是设赌者公布三十四个古人姓名来代替三十四门， 每位古人

对应画一幅主轴并署上名号悬于梁上，以便到开封时公布。由于赌客中有很多文盲，对这 34 位古人人名和图画很难区别记忆，

同时这些赌客又大多为牌九的赌客，所以又在每幅人像的左下角配上一只牌九的挖花图案以便识记， 参赌者都以认花牌图案押

赌注， 如果押中，则赢得数倍于己的赌资，如若失败则赌资全数归于设赌者，因此成为花会赌。

花会场所一般由主方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祠堂和庙宇进行。花会中参与者主要有筒主、航船等角色。其中筒主即是花会组

织者，也就是花会场的老板。航船则是花会组织中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是游说诱骗良家子弟，为赌场招徕赌客，这些人

花言巧语，能说会道，穿梭于各街巷角落间，唆使良家子弟来参加花会的赌博。因参加花会赌的赌客有的甚至可以不亲自到场，

把押注的古人名及赌注交给他们，开筒后如果中彩，他们会将赌彩送到赌客手中，因此付得几个“喜钱”。他们的作用就像摇

船“摆渡”，故名航船。也因此，航船又称为“跑风”。所以说，赌场的生意全依赖于航船。

参加花会赌人员的主要是中下层百姓， 男女皆可参赌，妇女甚至占据多数。故而“一访闻乡间，赌风颇盛，甚至妇女亦有

掷骰斗牌，近来恶习，开设花会，尤可痛恨”
[21]
的记载。由于妇女的文化水平大都很低，为了赢钱，他们往往求神拜佛。为此，

经常发生匪夷所思的以梦求神开示赌博结果、甚至有出入丛冢中，无所不为，且有因而残生者的荒唐做法。这就使得花会赌具

有了迷信的色彩。平阳县令汤肇熙在《胪款禁除恶习示》云：

近更有设太平银玉等三十四名为三十四签，总名花会。其为首者，名曰花会司，于地保公差均有私费其例，立一花会神。

其又有名收花会引者，人家不惶自送至花会引处，听花会引信息，以知输赢。赢者每一钱偿三十二文，输者男女夜赴社庙呼号

妖鬼灵神求胜。再赌不应，则肆行诋毁，甚至有开棺取死人头骨，用火炙之，藏于身以求胜者，忍心至此，罪不容诛。
[22]

在这篇告示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花会赌中的一些女赌客为了赢钱竟“夜赴社庙呼号妖鬼”，更有甚者“开棺取死人头

骨，用火炙之，藏于身以求胜者”。她们采取这些祈求神灵鬼怪，甚至开棺取尸、用火烧烤的行为以求得赌博取胜，可谓荒唐

至极。由此可见，花会赌博让人神魂颠倒、铤而走险，为害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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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赌博本身的危害性， 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社会纠纷。晚清曾任平阳县令的汤肇熙就曾审理一桩关于妇女参与花会赌博的

案件。官府审理赌博的史料并不多见，所以此则史料极为珍贵。时任县令的汤肇熙在地方治理中感觉到“四民各有居业，而废

时失务，丧身败家，惟赌害人实非浅鲜。”可见汤令的施政理念中是严禁赌博的。然而，自他任职平阳县令后就“闻乡间时有

私行聚赌，甚至妇女亦为效尤，败俗伤风，殊堪痛恨。”甚至亲自审理了一桩妇女赌博案。材料显示“乃前月沙坑庄有王鲁氏、

王范氏互控一案。该族耆老禀称该处百余年来向无赌风，近因有素不安分之人，引诱良善多被其害。”控告双方分别是沙坑庄

的王鲁氏、王范氏二位妇女，但是从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王鲁氏、王范氏因参与赌博，以致违反农时，失去本业，最后落得

丧身家破。这个案件在汤肇熙的细心审理下最终完结， 然而令汤肇熙感慨的是妇女参赌，“败俗伤风，殊堪痛恨”。令人没有

想到的是，数月后汤县令因公事下乡视察， 竟然遇到了之前案件中的王范氏当街拦截县令的官轿喊冤求助， 其事竞和数月前

汤肇熙曾审理的妇女赌博案有关，案件的具体审理状况由于记载不详，我们无法得知。由此可以得知， 妇女参与赌博所造成恶

劣影响的时间之久，危害之深，以致造成其子被人捆缚，性命堪忧的窘境。另花会之外，温州盛行的赌博形式还有“彩票”或

者称为“白鹄彩票”等等。

总之晚清以降温州社会风气逐渐发生变化，人心浇薄、俗风渐漓。作为陋习的赌博乘虚而起，花会尤盛就是如此。严重的

赌博恶习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纠纷和社会混乱，社会犯罪屡有发生。以致当时的府县官员和开明宗族士绅对此非常苦恼，上至

国家、下至民间都采取了种种措施严禁赌风陋习，展现出了地方官、绅、民之间处理地方事务、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良好互动

关系的图景。

三、官绅的禁赌措施

（一）国家颁布法令禁赌

鉴于赌博危害性之大， 为了打击和根除这种恶习，减少因此引起的社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健康发展， 清朝

最高统治者自顺治皇帝始，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朝，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国家立法的高度，屡屡严申

禁赌法令和条例，完善对赌博的惩罚立法，从重打击赌博犯罪行为， 这些法律措施到了晚清仍然有效使用。

关于惩戒赌博的立法，《大清律例》卷三十四中专门列有“赌博”一条，详细记载了赌博立法问题，且呈不断严厉的趋势。

《大清律例》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 [所]摊[在]场[之]财物入官。其开张赌坊之人[虽不与赌列，亦]同罪，[坊亦

入官]。止据见发为坐，职官加一等。若赌饮食者勿论。
[23]

同时，与历朝相比，清朝统治者以“例”的形式更加完备了严惩赌博的立法。不仅对赌徒惩罚和打击力度加大，“凡赌博，

不分军民， 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偶然会聚，开场窝赌，及存留之人抽头无多者，各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官员有犯，革职

枷责，不准折赎。奴仆犯者，家主系官，交与该部；系平人，责十板。”同时对旗人参与赌博一视同仁，也照例治罪，“凡旗

人将自己银钱开场诱引赌博，经旬累月，聚集无赖放头抽头者，初犯，发极边、烟瘴充军；再犯拟绞监候。”

同时，私造贩卖赌具、开场窝赌者，也都实行最为严厉的惩治。如对造、贩卖和藏匿赌具者的治罪，自康熙三十年至道光

五年(1691—1825 年)，经过五朝不断修改， 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而具体的定例，“凡民人造卖纸牌、骰子， 为首者发边远充

军；为从，及贩卖为首者，杖一百，流二千里；为从贩卖者，杖一百，徒三年。如藏匿造赌器具，不行销毁者，照贩卖为从例

治罪。地方保甲知造卖之人，不首报者，杖一百。”而且对官员稽查不严，也将治罪，其例规定“八旗直省拿获赌博，务必穷

究牌骰之所由来，如不能究出，或被他处查出，将承审官交部议处。”可见，清王朝对赌博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采

取了律例结合、以例为主的立法打击措施， 这是迄今所知中国历代王朝对赌博行为所采取的最为严厉的处罚立法。

毫无疑问， 清朝最高统治者关于赌博犯罪的立法详尽而周密， 其例的规定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致清中前期国家安

定昌盛，民风尚儒，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对此，法史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因此，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关注的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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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晚清赌博立法究竟是怎样执行和实施的？ 它在民间实施的效果又是如何？

（二）地方官府厉行禁赌

俗语有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区环境与背景各有差异。因此，国家法律和条例在民间的执行与实施，

常常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本文中我们仅以温州府为例对晚清时期民间禁赌实况作一个全面系统地考察。

“官府出示严禁赌博”是晚清温州较为普遍的做法。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碑刻资料统计永嘉、瑞安、平阳、乐清等地均有发

现自道光至光绪年间的数通禁赌碑刻铭文。如永嘉县现存共 6 通“禁赌碑刻”，乐清现存 2 通，瑞安现存 2 通，平阳县现存 3

通， 从这些碑文里我们隐约看出赌博常常和偷盗相关联，严重影响正常社会秩序，以致“个个痛恨，家家切齿”
[24]
。可以说，

赌盗相连严重侵犯了官府的底线，官府必然给予严厉打击。不仅现存碑文中有关于赌博的记录，官员的文集同样存在。光绪八

年时任平阳县令的汤肇熙在任期间， 鉴于城内赌博之风严重，曾主动发布告示，明令禁赌，其中《禁城内聚赌示》
[25]
就是他亲

自考察后发布的一篇，现将全文录入如下：

禁城内聚赌示

为再严示禁事，照得赌博为害地方，业经本县严禁并谕饬地保随时指禀，以凭拘究，乃有等棍徒愍不畏法，风闻城内常有

聚赌数处，勾结衙役，贿通地保，陷害乡民，乡民来城一入其局，必罄所携带钱物甚至流为偷窃匪。本县于前日晚，亲至南门

谯楼庙，拿卢明水、汤阿高二名，重责枷示。除供出开赌之陈大孙黄阿荆等卽巳签差勒拿外，合再剀切示禁。为此示仰军民各

色人等知悉。尔等听人引诱，以赌为事不顾身家，不知利害，以本城近地，尙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其玩视禁令，怙恶不悛，

实堪痛恨。本县常时接见衿耆，留心访察，卽各乡窵远不难一一周知， 若咫尺之间耳目岂能瞒过。嗣后如再有成群聚赌，匿藏

社庙等处，一经获案定卽照例严办。如系居民店戸并将房屋封闭入官，地保徇隐不报，訉实有无得规分别科罪。本县为民除患，

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自贻悔！ 切切特示。

从这篇告示中可知，汤氏为了打击赌博，曾亲临赌博场所进行查访，捉拿带头参与赌博之人，予以严惩。同时，汤氏心里

明白，赌博活动之所以猖獗，是因为赌头们勾结官府衙役、贿赂。面对如此情景，汤氏做出了时常接见乡贤耆老，和他们互相

沟通的举动。同时，对地保进行严厉申斥，以达到“言出法随”的效果。这样汤氏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赌博情况，打击赌博活动，

为民除害。可以说，汤氏不是一位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主政者，他以这种告示的形式，阐明赌博危害，严申禁赌法令，成为

晚清温州也是其他地区地方官府贯彻封建国家禁赌法令的最普遍的方式。

汤肇熙的行为同时也展现出中国古代的官府是一个集军政、司法于一体的组织机构，故而官府所承担的任务是复杂繁重的，

它对事务的处理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效率，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面对如此情形， 官府就需要借助非官方人士及组织协助其处理辖

区内的事务，以求达到治理的最优化，于是，民间组织、宗族士绅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民间自治体，同时，他们也借以维护自

身的安全。

（三）地方宗族士绅禁赌

鉴于官府自身有限的力量，宗族、士绅自觉承担起了民间教化和自治地责任， 它们在稳定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

很好的效果， 弥补了官府施政与治理的不足。明代中期至清代温州聚族而居是普遍的事情， 统治者一直大力倡建宗族乡约和

保甲组织，晚清时期依然如此。正是如此情形， 它们在禁赌方面也发挥了官府所难以达到的效果。

鸦片战争尤其是温州开埠以来， 清朝统治者加大了打击赌博的力度， 温州府县两级官员纷纷将此事知会各地宗族组织以

及保甲会社， 各地宗族纷纷响应政府号召竖立“禁赌碑”，劝诫赌博。我们在平阳县赤溪镇塘头村发现了竖立于桥边的“禁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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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该《禁赌碑》于同治五年竖立，具有明显的乡约性质，碑额楷书“永禁赌博”四字。不仅如此， 温州的许多民间宗族绅

民还积极主动联合具文，请求官府颁发禁赌告示，以增强打击赌博活动的权威性和震慑力。如同治八年出任永嘉知县的王彬针

对赌博现状“出示严禁”，并专门下发“奉宪严禁”的告示并刻碑。此碑碑身石制，八字额刻“奉宪严禁”楷书 4 字，高 120 厘

米，宽 62 厘米，厚 8厘米；正文 9 行，满行 24 字，楷书阴刻，碑文清晰，极为珍贵。
[26]

碑文中写道， 永嘉县二十三都原本“僻处山溪，素安农朴”，然而最近有不肖棍徒设立“花会”，以致赌博横行，为害乡

里。进入赌博之人轻则输光钱财，轻则“荡产破家，负债累累”，重则“沦为盗贼，甚至自尽身亡”。鉴于这种情况，林姓和

周姓两个家族共 23 人由周氏生员周显谟领衔呈请县府勒石立碑，决心联合拒赌。碑文所言“自示之后，尔等务须父戒其子，兄

勉其弟，安分守法，共作良民，勿再设立花会，开庄聚赌，自犯刑章。倘敢不遵，一经靠发，定即严拿到县，从重究办，绝不

宽贷。各宜凛遵勿违! ”这通碑文最为明显地展示了地方宗族士绅在禁赌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地方宗族士绅颁布的禁赌碑中， 最具典型的当属瑞安县李林乡李山村的“禁赌碑”，该碑刻于清光绪乙酉年（1885 年）。

查阅史料，我们得知李山村当年发生过一场因赌博引发的动乱， 其影响极其恶劣。19 世纪初，李山村住有 20 多户胡姓人家，

家家务农，安守本分，由于他们勤劳朴实，每家每户逐渐富裕起来，并且雇佣起了帮工。逐渐，村里有几户人家脱离了生产， 不

务正业， 以赌为生。1881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该户人家伙同外地村来的工人聚众赌博。壶坳窟来打短工的陈阿友也参加了赌

博并且输了很多钱。由于无法还债，就以外出借钱为由，深夜逃出，在大坳门的树林里上吊自尽。赌徒中有几人认为有机可乘，

急速赶往阿友家中，捏造事实，虚报情况，说阿友被李山主人家谋害而死。该主人家是富裕人家，可索赔数千银元。阿友的父

母兄弟，不问青红皂白，纠集亲戚邻里数百人扬言围攻李山村。李山村见此情景一方面组织自卫，同时呈报瑞安县，请求调解。

双方对峙长达三年之久，其中还发生了交火，最后经瑞安县府调解而结束。经此一事，李山村认识到赌博的深刻危害， 于是决

定各房族推选一名有威望的长辈，成立禁赌组织，订立禁赌条约，互相监督，共同遵守，违者严惩，报信的有奖。并请石匠刻

了一块禁赌石碑，上面镌刻着“永禁地方不许开赃放赌”十个字立于村口大路旁。这就是“李山风波”。毫无疑问温州的宗族

士绅已经深刻认识到赌博的危害，他们都积极执行国家禁赌法令，维护社会秩序。

不仅如此， 许多家族在家训家规中明确禁止赌博，我们简单地查阅一下现存的地方志和家谱资料，发现里面也记载有宗族

禁止赌博的家训格言。比如《项瓯东乔项氏家训》有“不许围棋、双陆、赌博，围棋双陆不如担粪牧猪，虽年长者不许游手
[27]
”

的记载。《张沧江纯普门张氏族约》中有记载劝诫赌博的诗句二首：

卖田卖地只因贫，产去何堪税尚存。富者忍为贫者害，有何方寸与儿孙。

又曰：

末作游民懒不耕，何尝衣食得丰盈。赌钱输了终为盗，饮酒多时便起争。

“家训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与训导之言，出自家庭中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和教导子女立身做人的需要
[29]
。”从这两则家训中我

们就能清楚看到项张两组家训所具有的训导色彩， 所传达出的浓厚的道德教化氛围。其中，我们走访温州，也收集到一首关于

戒赌的歌谣：

莫赌博，莫赌博，赌博之人无流落……万般皆出耕读中，富贵未闻有赌博！

可以说， 道德教化这些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劝人向善的方式，也反映出对于赌博的行为，除了国家法令严厉打击、地方官

府颁布禁令、宗族士绅带头示范之外， 温州的宗族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的劝诫作用，内外兼治、重本清源，以期达到更好的治理

效果。因此，道德教化也是禁赌不可或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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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地方官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 才使得晚清温州的民间禁赌在内忧外患、纷繁复杂的情形下得以有力地实施。

四、效果不佳的晚清禁赌

数千年的儒家文明浸染的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似乎也变得有些迟钝了。就赌博而言，温州的官绅百姓

都十分清楚它的危害，屡次禁赌效果甚微。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赌博具有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拥有广阔的市场， 加之赌场人员

的引诱哄骗， 平民百姓一旦染上赌博就深陷其中，难以自拔。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民国临时政府大力移风易俗、改良人心。

相继颁布一系列禁赌法令，规定“凡人民宴会，邀饮各场所，一律禁赌，并销毁各种赌具，倘有违者，一律按现行律严办。”
[30]

然而民国时期赌风依然如炽。著名的瑞安士绅张棡在其日记中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 年）二月一日发生的花会赌博，“近来大

典下赌徒余子英倡做花会，各城乡男女被其诱惑，而后里亦有人收花会影。”
[31]
在这次花会赌博中居然有人中奖赢钱。但张棡

确认为“然此种侥幸不能常遇， 恐若辈贪心不戢，笔致终被迷惑也”
[32]
。除了百姓被引诱外，官府居然也公然赌博，自身明令

禁赌自身却知法犯法，败坏社会风气。同年六月十八日，张棡记录瑞安警官邵某严厉禁赌， 结果自己却在李委员家参与赌博恰

巧被孙氏孙莘农撞见，十分惊讶，遂言“捉赌者乃亦自犯赌耶？ ”

可以说，晚清禁赌虽采取了多种措施，然效果并不明显，整体的社会风气依然没有改变，社会动荡不堪，人心四面浮动，

奸邪之人乘机而动严重影响了禁赌的效力，以致民国赌风偶然好转、整体依然败坏，给社会的正常发展带来了破坏，造成了十

分不好的影响，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五、余论

关于晚清温州的赌风之烈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上至皇帝宰执、下至温州地方官府和宗族乡绅都十分清楚。他们更是对赌博

行为深恶痛绝，为此他们采取各种措施严禁赌博。我们看到面对国家从立法的角度进行打击的措施， 温州的官府和宗族士绅相

互联动对赌博进行控制， 并收到了一定效果。毫无疑问，晚清时期温州的禁赌就是民间乡里内生的社会组织与地方官府面对地

方社会基本秩序的一种互相整合，互相协调。“州县官需要士绅的合作与支持，否则其行政不可能顺利进行。”
[33]
正是因为“他

们与家乡的关联是永久性的，从而造就了他们对家乡的情感归附； 士绅们似乎都感到他们有责任捍卫和促进本地区福利”
[34]
，

加之士绅与本地百姓即宗族的休戚与共的关系， 使得官、绅、民三种群体在面对这种如毒瘤一般的恶风陋习时， 自然想到要

根除恶习则必然是采取综合措施进行治理， 这就显现出传统中国社会大多采取是一种官府治理与士绅以及民间自治想互动的治

理模式，这对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注释：

[1][3][4][6][7][13]輥輱訛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1、11、11、11、12 页。

[2]嘉靖《温州府志》卷一，明嘉靖刻本，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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